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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朝刘宋孝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要延续文帝重用士族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协调自己的故吏

与文帝旧臣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在文官、武官两个系统中分别安排了颜竣-谢庄-何偃的组合，以及

柳元景-王僧达-何尚之的组合，再加上江夏王刘义恭和建平王刘宏这样的皇室代表，孝武帝在中央构

建了一个包括甲族、次等士族和皇族在内的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大明二年，随着刘宏、何偃的相继

去世，王僧达被杀，以及此前以颜竣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多次触犯孝武帝，之前的中央权力平衡完全瓦

解，给了以戴法兴为代表的寒人绝佳的获取权力的机会，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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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寒人掌机要”是南朝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现

象，是君主加强皇权的措施，其中涉及政制的演

变、寒人的兴起和士族的衰落，对整个南朝历史

的演进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沈约认为这一现

象的出现始于刘宋孝武帝朝，他在《宋书·恩幸

传序》中说：“孝建、泰始，主威独运，官置百

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

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

由其掌握，于是方涂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

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1](2302)；《南史·恩幸

传论》沿袭此说：“自宋中世以来，宰御朝政，

万机碎密，不关外司”[2](1943)；赵翼在《廿二史

札记》“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中，也将宋孝

武帝对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委任隆密，作为南朝 

寒人在政治上兴起的标志[3](172−174)。现代学人也多

认同这一说法，如日本学者宫川尚志认为：“寒

人对政治权力的欲望与皇帝的意愿，在打压贵 
族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是从宋孝武帝时期 始

的”[4](384)；严耀中指出：“中书舍人之职在南朝

政权中枢的影响达到高峰，是 始于孝武帝的孝

建、大明之世”[5](102)；何德章也说：“文帝后的

孝武帝朝，政局大变，寒人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支

配性力量，形成寒人操纵政权的局面。”[6](73)由此

可见，古今史家在探讨“南朝寒人掌机要”的现

象时，对刘宋孝武帝朝都投入了很大的关注。 
诚然，孝武帝在中央利用中书舍人戴法兴、

巢尚之等人加强皇权，造成了寒人势力的抬头，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

的。在即位之初，孝武帝也延续了文帝重用士族

的政策，并通过人事安排，在中央构架了一个包

括甲族、次等士族和皇族的权力结构。但大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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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58)建平王刘宏、何偃的相继去世以及王僧达

被杀，使原有的权力平衡被打破，而以颜竣为代

表的次等士族又没能及时抓住机遇，给了孝武帝

扶持寒人、重建权力结构的契机。本文将在前人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史料和当时政局，以大

明二年为中心，主要考察孝武帝时期寒人在朝中

得势的来龙去脉，至于寒人以典签、台使的身份

在地方上活跃的现象，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①
。 

 

二、孝武帝朝初期的中央权力结构 
 

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尚德行必重族姓。

孝武帝即位之初，并没有马上打压门阀士族，对

他们仍然积极笼络，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文帝对

待士族阶层的政策。 
宋文帝刘义隆是在傅亮、徐羡之、谢晦废杀

少帝义符后，被拥立为帝的。元嘉三年(426)，文

帝诛杀傅亮三人后真正掌控了朝政。在文帝入奉

大统与除傅亮等人的过程中，出自琅琊王氏的王

华、王昙首兄弟功绩卓越。文帝曾拊御床感叹道：

“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1](1679)，因此对二

人委以重任，史称“时兄弘录尚书事，又为扬州

刺史，昙首为上所亲委，任兼两宫”[1](1680)。此

后为文帝所重，得参机密的士族代表尚有出自陈

郡谢氏的谢弘微、陈郡殷氏的殷景仁和南阳刘氏

的刘湛。谢弘微“为黄门侍郎，与王华、王昙首、

殷景仁、刘湛等号曰五臣。迁尚书吏部郎，参预

机密”[1](1592)；殷景仁“时与侍中右卫将军王华、

侍中骁骑将军王昙首、侍中刘湛四人，并时为侍

中，俱居门下，皆以风力局干，冠冕一时，同升

之美，近代莫及”[1](1681)。据《资治通鉴》记载，

当时“宰相无常官，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委以

机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为宰相

者；然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侍中、侍郎、给事

中，皆当时要官也”[7](3848)。可见这五个出身甲

族和次等士族的士人代表，在当时确实为文帝重

臣，身居要职，处在政治权力中心。元嘉后期，

又有出自庐江何氏的何尚之担任尚书令，“是时

复遣军北伐，资给戎旅，悉以委之”[1](1737)。刘

劭、刘濬兄弟巫蛊事发之后，文帝有心另立太子，

深得文帝信任、有资格参预如此机密事件的大臣

也均是士族子弟。徐湛之出自东海徐氏，又是皇

室外戚，其母为武帝女会稽长公主，时任尚书仆

射，何尚之虽为尚书令，但“朝事悉归湛      
之”[1](1847)；江湛出自济阳江氏，时任吏部尚书，

“与(徐)湛之并居权要，世谓之江、徐焉”[1](1847)；

王僧绰更是王昙首之子，“二十六年，徙尚书吏

部郎，参掌大选。……二十八年，迁侍中，任以

机密。……元嘉末，太祖颇以后事为念，以其年

少，方欲大相付托，朝政小大，皆与参焉”[1](1850)。

虽然文帝在任用这些士族成员的同时也有过分

权的措施
②
，且自元嘉六年(429)至十七年(440)间，

又有彭城王义康在朝中辅政，但这些士族在中央

官界担任要职的现象毕竟贯穿了整个元嘉时期，

可以看作是文帝重用士族阶层的一个重要表现。

除了重用上述与刘宋皇室积极合作的士人之外，

对于未能融入新政权的士族，文帝也采取了较宽

容的态度。这方面的典型则是谢灵运。谢灵运为

东晋名臣谢玄之孙，文帝即位后征其为秘书监。

此职为清显官职，东晋以来只授予士族中的精

英。但这与谢灵运希望参与朝廷决策的自我期待

仍有差距，因此他在任上漠视朝廷制度、肆意妄

为。文帝“不欲伤大臣”，对他也只是“讽旨令

自解”[1](1772)而已。元嘉十年(433)，谢灵运因在

临川内史任上游放无度，又为有司所纠，“廷尉

奏灵运率部众反叛，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

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1](1777)，文

帝 终还是免其死罪，将灵运流放广州。文帝对

谢灵运的两次处置可以说十分宽容了，在很大程

度上也是对其显赫的世家大族身份的重视
③
。 

孝武帝即位后延续了文帝重用士族的政策，

但是因为入继大统的过程与文帝不同，故而孝武

帝的士族政策也有相应变化。刘义隆原本为荆州

刺史，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杀害了庐陵王刘

义真和少帝刘义符之后，统一了朝中意见，选定

刘义隆为皇位继承人
④
，迎其入京，这在很大程

度上意味着朝廷与地方藩镇在皇位人选上达成

了共识。刘骏的即位过程则相对更复杂。元嘉二

十九年(452)七月，太子刘劭和始兴王刘濬巫蛊事

发，文帝有心另立太子，被列入候选人的有随王

诞、南平王铄和建平王宏。其中，前两人在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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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宋书》记载：“(徐)湛
之欲立随王诞，江湛欲立南平王铄，太祖欲立  
建平王宏，议久不决。诞妃即湛之女，铄妃即湛

妹。”[1](1851)而文帝对刘宏又是“宠爱殊常，为立

第于鸡笼山，尽山水之美。建平国职，高他国一

阶”[1](1858)，“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议久不   
决”[1](1848)。总之，刘骏既没有朝中大臣的支持，

又缺少文帝的关爱，原本并没有资格继承皇位。

元嘉三十年(453)二月，刘劭弑父自立。这一意外

事件为刘骏提供了一个竞争皇位的“机遇”。于

是刘骏在江州、雍州势力的拥护下，打着为父报

仇的旗号起兵讨逆。虽然在入讨的过程中有不少

原来的朝廷官员弃刘劭投奔刘骏，但这更多的是

出自对刘劭弑父弑君，有违君臣大义、父子人伦

行为的不满。比如，刘劭曾一度想要拉拢的刘诞，

在面对刘劭的任命时犹豫不决，其司马顾琛和参

军沈正便是以父子君臣之节劝说刘诞与刘骏一

同起兵的：“以此雪朝庭冤耻，大明臣子之节，

岂可北面凶逆，使殿下受其伪宠。……今正以弑

逆冤丑，义不同戴，举兵之日，岂求必全耶。”[1](2446)

由建康出奔的江夏王刘义恭在写给刘骏的劝进

表中说：“陛下忠孝自天，赫然电发，投袂泣血，

四海顺轨。”[1](1646)在这些人看来，刘骏通过讨逆

行为彰显出的“孝”和“义”，才是 具号召力

和正义性的。换句话说，在决定投靠刘骏一方的

官员中，有不少人看重的是刘骏所代表的正义行

为，而非刘骏本身。因此，当打败刘劭并登基后，

对于原来的朝中大臣而言，特别是在文帝在世时

并没有朝中势力支持刘骏的不利情况下，刘骏及

其府僚的地方势力色彩以及外来者的身份便显

现出来。如果说原来的朝中大臣是“旧人”的话，

那么支持刘骏上位的地方势力则可以称作“新

人”。也就是说，即位之后，为稳固统治基础，

刘骏不仅要延续文帝厚待士族的政策，同时还要

处理好新人与旧人之间的关系。 
《宋书》说刘骏即位后“臣皆代党”[1](1943)，

这里用的是汉文帝刘恒的典故。刘恒本为代王，

陈平等人平灭吕氏之后，谋立刘恒为帝。刘恒即

位后，立刻封自己的心腹旧臣宋昌为卫将军，领

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护卫京城和皇

宫，又封赏了拥立自己为帝的大臣。沈约类比刘

骏由武陵王身份即位的过程，将拥立刘骏的旧幕

僚称为“代党”
⑤
。《宋书》又说“世祖旧臣故佐，

普皆升显”[1](2465)，这诚然不假。比如孝武帝任

故府谘议参军柳元景为领军将军；颜竣为侍中，

后又迁吏部尚书；故府司马沈庆之为使持节，都

督南兖、豫、徐、兖四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

兖州刺史，护卫京畿；故南中郎将典签戴法兴、

戴明宝、蔡闲“并为南台侍御史，同兼中书通事

舍人。法兴等专管内务，权重当时”[1](2303)。但

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孝武帝在重用故吏的同

时，也考虑到了要平衡士族阶层和旧人势力的利

益。这集中体现在孝武帝对谢庄、何偃和王僧达

的职位安排上。 
谢庄为谢弘微之子，何偃为何尚之中子，均

出自名门，且父辈都是文帝重臣，可以看作士族

与旧人的代表。孝建年间，颜竣、谢庄、何偃三

人轮流担任过掌管文官人事变动的吏部尚书之

职。先是孝建元年(454)，颜竣由左卫将军转为吏

部尚书，同年又被谢庄代替
⑥
。十月乙丑，谢庄

向江夏王义恭呈上笺文，请求辞职，但并未获批

准，直到孝建三年(456)因辞疾次数过多才被免 
官

⑦
。随后孝武帝又让颜竣接替谢庄，未拜，适

逢颜竣父颜延之去世，颜竣丁忧，遂由何偃接任

吏部
⑧
，直至大明二年何偃去世。 
在这三人中，颜竣是孝武帝旧部，元嘉二十

一年(444)入刘骏抚军将军府，任主簿
⑨
，此后又

“随府转安北、镇军、北中郎府主簿”[1](1959)。

二十九年巫蛊事发后，刘骏虽然未能获得文帝的

关注，但颜竣仍然努力为府主造势。《颜竣传》

记载：“初，沙门释僧含粗有学义，谓竣曰：‘贫

道粗见谶记，当有真人应符，名称次第，属     
在殿下。’竣在彭城尝向亲人叙之，言遂宣布，

闻于太祖。时元凶巫蛊事已发，故上不加推  
治。”[1](1959−1960)若据这条史料，颜竣向亲人转述

谶语似是在他于彭城担任刘骏府佐之时，即元嘉

二十五年(448)四月至二十八年(451)三月之间
⑩
。

但在这三年间，文帝并无废立太子之意，颜竣也

没有理由冒险散布流言。因此，很可能是二十九

年巫蛊事发之后，颜竣揣摩形势，才设法将谶语

宣布 来，让文帝得知。事实上，《高僧传·释

僧含传》也记载了这件事，但将僧含对颜竣传达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6 卷第 5 期 

 

210

 

谶语的时间系在后者随刘骏转镇寻阳之时，即元

嘉二十八年六月之后，从时间上看更符合常理，

且僧含还特意嘱咐颜竣不要散布出来 。但颜竣

显然意识到了这条谶语的政治宣传价值，于是挑

选时机为刘骏造势。颜竣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利

用了文帝崇佛、信奉佛教徒灵异神通的心理。元

嘉时期是刘宋乃至南朝佛教的一个兴盛期，汤 
用彤称：“宋代佛法，元嘉时极有可观”，又说  
“南朝佛法之隆盛，约有三时。一在元嘉之   
世”[8](232,231)。这与文帝对佛教的信仰和大力扶持

密不可分。据史料记载，文帝曾为太子刘劭、南

平王铄和湘东王彧延请高僧为师，让他们从小受

佛教熏陶。对法愿、玄畅、净贤尼等僧尼的预言、

神通，文帝也十分惊异、叹服 。基于这两方面

因素，在文帝有意另立太子，而刘骏既无朝中支

持又不得文帝宠爱的情况下，倘若有高僧以神谕

为名支持刘骏，多少会对文帝的选择产生影响。

因此颜竣才另辟蹊径，在摸透文帝心理的基础上

通过积极散布谶纬之说为刘骏营造声势，可谓煞

费苦心。而文帝“不加推治”，一方面可能是无

暇顾及，另一方面则很可能是出于崇佛的心理，

对如何处理此事犹豫不决。刘骏入讨时，颜竣更

是总管军府内外事务，起草檄文，并于刘骏卧病

不能理事之际，出入刘骏卧室，独自处理各项军

机大事 。正是因为颜竣在军府中深得刘骏信赖，

并为刘骏夺取皇位立下汗马功劳，故而在孝武帝

即位之初，首先需要倚靠故吏的时候，颜竣才会

得到重用，他在掌管吏部期间也得以真正握有实

权。《宋书》记载颜竣在吏部尚书任上“留心选

举，自强不息，任遇既隆，奏无不可”[1](1960)，

其为孝武帝所倚重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相形之下，虽然谢庄也曾在刘骏入讨时为其

修改过檄文，并遣使与刘骏通信 ，何偃之父何

尚之也曾保护过在京邑的三镇士庶家口 ，但是

谢庄与刘骏单纯的文字之交，自然比不上刘骏对

颜竣的军务倚重，而且谢庄、何偃在元嘉时期与

做藩王的刘骏并没有直接交集，他们被选为吏部

尚书更多是凭借出身名门和文帝旧臣之后的双

重身份。因为与孝武帝缺少必要的故旧之情，他

们在吏部尚书任上难以真正行使人事任免权，故

而才有谢庄在任时“意多不行”[1](1960)的情况出

现。《宋书》又说：“竣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

宾客喧诉，常欢笑答之。时人为之语曰：‘颜竣

嗔而与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1](1960)所谓

“不与人官”，恐怕正是权力有限的真实写照。

这种情况在何偃身上也有体现：“及偃代竣领

选，……竣时势倾朝野，偃不自安，遂发心悸病，

意虑乖僻，上表解职，告医不仕。”[1](1608)而在谢

庄、何偃担任吏部尚书期间，颜竣的官职是丹阳

尹 ，为京畿地方长官，地位重要，“其职掌以执

掌兵权、掌治民政、荐举任用与掌刑政诉讼为主，

并参预朝政”[9](41)，东晋以来往往权力极大。温

峤曾说：“京尹辇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10](1787)，

晋安帝时“丹阳尹卞范之势倾朝野”[1](1523)，随

后又有“丹阳尹刘穆之权重当时”[1](1523)。对比

之后便不难发现，孝武帝对颜竣、谢庄、何偃三

人的职位安排有着特殊的含义：颜竣为孝武帝旧

部，故在新政权中无论是吏部尚书还是丹阳尹任

上都手握实权。而为了巩固统治基础，平衡世家

大族和文帝旧臣的利益，孝武帝又让谢庄、何偃

交替担任吏部尚书，但又不授予实权。换句话说，

孝武帝任用谢庄、何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姿态。 
王僧达在孝武帝政权中的位置也与谢庄、何

偃相似。王僧达不仅拥有琅琊王氏这一侨姓第一

大族的高贵身份，更是王弘之子、王僧绰从弟，

后二者在元嘉前期和末期都是为文帝信宠、显赫

一时的重臣。元嘉三十年五月，刘骏于新亭即位

后不久，便封王僧达为尚书右仆射，有心利用其

号召力拉拢士族阶层和文帝旧臣。平灭刘劭后，

孝武帝转王僧达为南蛮校尉，欲借王僧达分荆州

刺史刘义宣之权。义宣拒绝内调，故又转为护军

将军 。据《宋书·百官志》，护军将军“掌外

军，……主武官选”[1](1247)，还有权调动所有地

方长官统领的军队[11]，权力极大。王僧达在元嘉

时期与刘骏也没有直接交集，虽在刘骏讨逆时有

归顺之功 ，但是以孝武帝的猜忌性格，以及他

在即位初期重用故吏的用人策略来看，是不可能

将如此重要的职位交给一个之前自己并没有接

触过的人的。事实上，在王僧达转护军之前，孝

武帝已安排了自己的亲信柳元景为领军将军 。

领军将军职掌全部中央军，同样掌管武官人事，

且地位较护军将军更高，可以通过护军将军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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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军队[11]。也就是说，孝武帝本意是想通过柳

元景掌控天下兵权，王僧达的护军之职不过是虚

衔，他所起的作用与名义上同颜竣轮流掌管吏部

的谢庄、何偃一样，不过是为了平衡世家大族和

文帝旧臣在新政权中的利益而已。也许是出于名

门望族对武职的不屑，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在任上

注定没有实权，总之王僧达面对护军将军的任命

自觉“不得志”[1](1952)，再三上表请辞。这不仅

冒犯了孝武帝的威严，更阻碍了他对朝中各方力

量平衡的构架。于是孝武帝一 始并没有同意，

对王僧达反复陈词的行为也“甚不说”[1](1954)，

但 终还是转王僧达为吴郡太守。孝建元年正月

甲辰，孝武帝又试图以何尚之领护军将军，但同

年九月丁酉，何尚之也主动辞职。此后孝武帝便

索性不再以士族任此职，而是以皇室成员刘彧、

刘延孙等人出任，加强了军队系统中的皇室   
力量。 

在新政权中，除了孝武帝的故吏与文帝旧臣

力量外，皇族宗亲也必然占据一席之地，这方面

的代表人物是江夏王刘义恭、竟陵王刘诞和建平

王刘宏 。如果说贵为刘骏叔父的义恭是宗室长

辈代表的话，那后两者则是刘骏同辈兄弟的代

表。关于义恭和刘诞之于孝武帝政权的功绩和地

位，笔者另有专文探讨，此处着重分析刘宏其人。

今《初学记》卷十四载有刘骏作《建平王宏冠表》，

刘骏入讨时，“先尝以一手板与宏，宏遣左右亲

信周法道赍手板诣世祖”[1](1859)。从这两个细节

可以想见兄弟二人平素应当交往不浅。孝建元年

义宣之乱时，刘宏与义恭、刘诞三人是仅有的得

入六门、护卫宫廷的皇族 。然而与义恭和刘诞

在讨伐刘劭和平定义宣之乱中都立下了切实的

功绩不同，据现有材料看，刘宏在两次事件中，

始终处在核心决议层之外，更没有提出关键性意

见。这或许与他“少而闲素，笃好文籍”[1](1858)

的性格有关。在孝武帝朝，刘宏虽贵为尚书左仆

射、中书监，但所上表奏讨论的多是与实际政事

较远的礼法问题。《宋书》共记载了六次有刘宏

参加的礼制讨论，其中五次孝武帝都 终同意了

刘宏的意见，可见孝武帝对刘宏的信赖。特别是

在刘骏 始猜忌功劳过高的刘诞，并于孝建二年

(455)十月将他调离京城出任南徐州刺史后，对

“为人谦俭周慎，礼贤接士，明晓政事”，又无

意实权的刘宏，孝武帝才会“甚信仗之”[1](1859)，

刘宏也代替刘诞成了朝中刘骏同辈兄弟的唯一

代表。 
通过孝武帝即位后的一系列人事安排可以

发现，故吏、文帝旧臣和皇室成员三方力量构成

了孝武帝朝初期的中央政治平衡。在文官人事任

免方面，孝武帝安排了颜竣与谢庄、何偃的组合，

武官任免和军权方面则是柳元景与王僧达、何尚

之的组合(虽然这方面的组合并不如前者顺利)。
颜竣、柳元景为刘骏故吏、次等士族，谢庄、何

尚之父子、王僧达则是文帝重臣或重臣之后，同

时又是门第显赫的世家大族。这样，孝武帝便在

表面上延续文帝重用士族政策的同时，又平衡了

故吏与文帝旧臣之间的利益关系。但在实际行使

权力的过程中，则是颜竣、柳元景掌握实权，谢

庄、何偃、王僧达只是陪衬。再加上名义上的当

朝首辅刘义恭和刘骏信任的建平王宏，朝廷内部

形成了一个三方人员相对平衡的局面，有利于维

护新政权的统治基础与稳定。 
 

三、政治平衡的瓦解与寒人上位 
 

孝武帝通过周密的人事安排，构建了一个相

对平衡的中央权力结构，平衡是其致力于经营新

的政权架构的重要原则。其间虽然经历了义宣之

乱这样严重威胁到刘骏皇位的地方叛乱，但是在

朝廷内部，始终没有发生激烈的权力争夺，士族

与皇族、刘骏故吏与文帝旧臣虽偶有小的摩擦，

但基本上做到了平稳共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

于这个平衡的结构，孝武帝是想继续维持下去还

是伺机进行调整，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大明二年

发生的几起事件，却给了孝武帝打破平衡、重建

权力运转模式的机会。 
首先是大明二年三月丁未，建平王刘宏因病

去世 ，时年二十五，谥号宣简。刘宏的死使    
孝武帝“痛悼甚至”，他不仅“每朔望辄出临   
灵”[1](1860)，还亲自为刘宏撰写墓志铭。在墓志

中，刘骏高度评价了刘宏在朝中的地位，称他“管

机凝务，端朝赞契。召辉才融，士颖风折”[12](2476)。

孝武帝又就刘宏之死专门给颜竣下诏，在诏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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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自己原本对刘宏的期望。他说：“宏夙情

业尚，素心令绩，虽年未及壮，愿言兼申。谓天

道可倚，辅仁无妄”，接着又抒发了自己沉痛惋

惜的心情：“岂图祐善虚设，一旦永谢，惊惋摧

恸，五内交殒。平生未远，举目如昨，而赏对游

娱，缅同千载，哀酷缠绵，实增痛切。”[1](1860)悲

伤之情真实可感。痛悼刘宏，与大明六年(462)
哀悼殷贵妃，恐怕是孝武帝一生中难得的两次真

情流露 。刘宏的死使孝武帝在朝中失去了同辈

兄弟的代表，但毕竟皇族中还有刘骏的叔父江夏

王刘义恭在朝，故而对于原有权力结构并没有太

大冲击。 
然而就在刘宏死后仅仅两个月，吏部尚书何

偃又于五月戊申去世 ，这件事比刘宏去世带来

的影响要大得多。虽然如前所述，在孝建年间，

何偃的实际权力远不如颜竣，且有过避让颜竣的

行为，但是在孝武帝的特殊宠遇下，何偃也在一

定程度上起到了牵制颜竣的作用，并表现出积极

配合新政权的态度。这是孝武帝对属下权力的再

平衡、相互牵制。孝武帝即位后，何偃与颜竣同

样拜为侍中 。侍中之职“掌奏事，直侍左右，

应对献替”[1](1238)，正体现了孝武帝对何偃“亲

遇隆密，有加旧臣”[1](1608)。这里的旧臣指刘骏

做藩王时的故吏，自然也包括颜竣在内。这种待

遇让直接参与了刘骏夺取皇位过程并立下大功

的颜竣十分不满，史称：“竣自谓任遇隆密，宜

居重大，而位次与偃等未殊，意稍不悦。”[1](1608)

两人的矛盾到了何偃代颜竣居吏部时更加激化，

“竣愈愤懑，与偃遂有隙”[1](1608)，于是才有了

何偃对颜竣的避让。而颜竣对何偃的敌意也恰恰

从反面证明了孝武帝对何偃的信赖，后者在孝武

帝构建的权力平衡中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大族与

文帝旧臣的象征。孝建三年，王僧达上表辞太常

之职，“僧达文旨抑扬，诏付门下。侍中何偃以

其词不逊，启付南台”[1](1957)，王僧达因此被免

官。何、王二人因具备相同的象征性身份，而被

孝武帝选中，后者自矜门第，对孝武帝采取不合

作态度。当刘骏表现出不满、意欲惩治僧达时，

何偃适时地站出来弹劾僧达，正体现了他对孝武

帝的主动配合。正是因为何偃既具有双重的象征

性身份，又能对新政权采取积极配合的姿态，所

以当他去世后，孝武帝才会“临哭伤怨，良不能     
已”[1](1609)。更有意味的是，孝武帝还专门以诏

书的形式，将自己对何偃的怀念传达给曾经与何

偃发生过冲突的颜竣，这多少透露出之前二人的

冲突有孝武帝有意为之的因素。即便是何偃去

世，刘骏也要借机敲打颜竣，提醒他不可有专权

之心。 
就在何偃去世一个月后，孝武帝作出了一项

重要决定：分吏部尚书为两人 。对此，沈约解

释为：“上时亲览朝政，常虑权移臣下，以吏部

尚书选举所由，欲轻其势力”[1](2173)，这诚然不

错。但是从孝武帝事后给江夏王义恭的别诏中，

我们还可以读出更多信息。在这份有着很强私密

性的诏书中，孝武帝首先坦言吏部尚书手握“与

夺威权，不宜专一”[1](2174)，改革势在必行，但

是又为没有合适的人选而发愁。他说：“设可拟

议此授，唯有数人，本积岁月，稍加引进，而理

无前期，多生虑表，或婴艰抱疾，事至回移。”[1](2174)

考察此前担任过吏部尚书的大臣，此处所言“唯

有数人”，无非是指颜竣、谢庄、何偃三人。所

谓“婴艰”，指的是孝建三年颜延之去世，颜竣

丁父忧未能赴任吏部尚书之事；“抱疾”则是指

孝建元年十月起，谢庄便多次上表托疾辞职，委

婉地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于是孝武帝钦定的且

肯为孝武帝所用的人选便只剩下何偃一人。如今

何偃去世，刘骏在惋惜的同时也必须解决吏部改

革的问题。他对义恭说：“会何偃致故，应有亲

人，故近因此施行”[1](2174)，明确承认何偃的死

是自己推行新举措的契机。按照孝武帝的计划，

他原本是要降低吏部尚书的品级，使这一职位不

再由门阀贵族把持， 终逐步转移到门第较低的

士人甚至寒人手中，但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分置吏部尚书便是一个较平稳的过渡计划。

他说：“弥觉此职，宜在降阶”，“直铨选部，有

减前资”，“兼常之宜，以时稍进，本职非复重官

可得，不须带帖数过，居之尽无诒怪”[1](2174)，

便是这个意思。于是孝武帝以“(谢)庄及度支尚

书顾觊之并补选职”[1](2175)。吴郡顾氏虽为江东

大族，但门望毕竟较陈郡谢氏尚低一等，孝武帝

一方面沿用谢庄，另一方面又以门第相对较低的

顾觊之与谢庄并居吏部，正是为了落实他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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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铨选部，有减前资”，即降低以前认为任吏

部尚书所需要的资望。孝武帝由此迈出了打破平

衡的第一步。 
何偃之死的影响尚不止于此。《宋书》评价

何偃“善摄机宜”[1](1608)，即是说他善于根据时

宜相机行事，这也正是他能够成为主动迎合孝武

帝的门阀士族代表的原因。何偃死后，孝武帝虽

然以谢庄接替其职位，但是谢庄“顺人而不失己”

的处世态度 ，事实上并不能使孝武帝充分利用

其世家大族的象征性身份，也就是说谢庄并不能

实际代替何偃的职能。何偃的死，使原有的平衡

结构继缺少了建平王刘宏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更

大的漏洞。这时孝武帝面临着一个抉择：是继续

寻求合适的人选来取代何偃，还是舍弃门阀大

族，对原有权力结构做更大程度的调整？从孝武

帝处理王僧达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倾向。 
王僧达在进入孝武帝政权之后，多次表现出

了强硬的不合作态度，如孝建元年和三年两次上

书辞职，有过多次不法行为，被刘穆之孙刘瑀弹

劾为“荫籍高华，人品冗末”[1](1310)，又轻视皇

亲路琼之，惹得孝武帝生母路太后怒骂“我终不

与王僧达俱生”[2](575)。大明二年八月丙戌，在“僧

达屡经狂逆”的情况下，“上以其终无悛心，因

高阇事陷之，……于狱赐死”[1](1958)。所谓“终

无悛心”，实际是指王僧达未能完全臣服于皇权，

他狂傲的言行也多次触犯了皇权的威严，这是孝

武帝绝对不能容忍的。沈约在《宋书·自序》中

说：“至于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

所造。”[1](2467)臧、鲁二人为国家叛臣，孝武帝亲

自为这三个人作传，显然是将王僧达也归入了大

臣们的反面典型，希望以此对臣属起到警示作

用。王僧达的死，究其原因在于他自矜门第，没

有意识到门阀政治在刘宋朝已不可能重现。他锋

芒毕露的不合作态度，不仅为自己以及琅琊王氏

带去了消极后果，更使孝武帝决定打破平衡，在

权力组织建构中舍弃世家大族阶层，不再寻求何

偃的接替者。 
何偃去世、王僧达多次藐视皇权 终被杀、

谢庄退身自保的局势，原本给了以颜竣为代表的

次等士族争取更多参政名额的好机会，但是他们

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当时政治才能出众、善吏

治的几个次等士族代表都不同程度地触犯了孝

武帝，并在大明二年前后遭到了孝武帝的严厉打

压。首当其冲的便是权倾一时的颜竣。颜竣的政

治才能毋庸置疑，但孝武帝即位后，他没能及时

调整自己的定位，仍以当初故吏-府主的关系去处

理如今的君臣关系。元嘉末年刘骏势单力孤之

时，颜竣尽心尽力为其出谋划策，关系自然和谐。

而即位之后，刘骏 关心的是如何树立皇权不可

侵犯的威严。此时颜竣仍然“藉蕃朝之旧，极陈

得失”，对刘骏“谏争恳切，无所回避”，自然引

得刘骏“意甚不说”[1](1964)。大明元年(457)，孝

武帝出颜竣为东扬州刺史，已是略示惩戒。但颜

竣仍未醒悟，“每对亲故，颇怀怨愤，又言朝事

违谬，人主得失”[1](1965)。于是大明二年孝武帝

指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借王僧达案弹奏颜竣。奏文

中称说颜竣“窥觇国柄，潜图秉执”[1](1965)，这

虽然有罗织罪名之嫌，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

颜竣确实曾经表示过，他要“赞务居中，永执朝

政”[1](1964)，而这种私心对于极力打压臣属独立

人格的孝武帝来说，也是不能容忍的。面对孝武

帝的责罚，颜竣“频启谢罪，并乞性命”[1](1966)，

这反而激怒了孝武帝，认为颜竣是“过烦思虑，

惧不自全，岂为下事上诚节之至 邪”[1](1966)。说

到底还是在颜竣怕死的态度中看到了他的私  
心 ，颜竣也终于在大明三年(459)被孝武帝杀害。 

除颜竣外，遭到孝武帝打压的次等士族尚有

周朗和沈怀文。周朗出自汝南周氏，孝建元年曾

上书指斥时弊，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

会风俗等各个方面，并提出了相应的补救措施，

沈约称赞他“辩博之言，多切治要”[1](2106)，也

是对他政治才能的高度肯定。但周朗在文章中批

评皇室的言辞过于严厉，如他说皇族“空散国家

之财，徒奔天下之货，而主以此惰礼，妃以此傲

家，是何糜蠹之剧，惑鄙之甚”，又说“侈丽之

原，实先宫阃”[1](2097−2098)。他还在文章 后高傲

地说：“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则群臣在焉；

若欲改旧章，兴王道，则微臣存矣。”[1](2101)目无

他人，犯了露才扬己的忌讳，被孝武帝疏远，后

出为庐陵内史，于大明四年(460)被杀。沈怀文出

自吴兴沈氏，“与颜竣、周朗素善”[1](2104)，也多

次因直谏忤旨。孝建元年六月戊子，江夏王义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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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请省录尚书。这本是孝武帝平定义宣之乱后

削弱王侯的一项举措，义恭上表不过是形式而

已，沈怀文却不合时宜地奏上了反对意见。大明

二年，孝武帝又欲依古制置王畿。此举据户川贵

行考证，是孝武帝在无力收复北方失地的情况

下，确立自己正统地位的礼制改革之一，代表了

两晋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观向以建康为中心

的天下观的转变[13]。但沈怀文又上书反对。此后

他还多次针对孝武帝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孝武

帝曾对沈怀文说：“竣若知我杀之，亦当不敢如

此”[1](2104)，即是借颜竣之死恐吓、压制沈怀文，

以树立自己不可冒犯的威严。 
当孝武帝放弃了世家大族，又对一些次等士

族施加恐怖打压，至此，孝建初年构建的中央权

力平衡结构已完全被打破，孝武帝需要引进新的

力量辅佐自己，且这一新力量要比士族阶层更好

掌控、更有利于自己强化集权。于是在这一形势

下，以戴法兴、戴明宝、巢尚之为代表的寒人势

力，在孝建初期进入中央官界之后逐渐获得了

“掌机要”的契机。 
关于寒人掌机要的原因，唐长孺和日本学者

宫川尚志、川胜义雄三位先生都有过经典论述。

三人都认为寒人恩幸在中央的崛起，与南朝货币

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人势力的兴起，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同时还指出东晋以来官分清浊的现

象，使贵族主动放弃处理政务，实际权力逐渐转

移到具有才干的寒人手中 。这些观点已得到学

界广泛认同。另外，孝武帝之所以任用寒人，正

如沈约所说，是考虑到他们“身卑位薄，以为权

不得重”[1](2302)。寒人地位低下，没有皇族和士

族的身份优势，只能依附于皇权，故而易于掌控，

这也是皇帝专权之后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和结

果。诚然，经济因素、寒人自身文化素养和实际

能力的提高、皇帝加强皇权的意愿，这些都是寒

人进入中央政界的必要条件。但是，寒人在中央

取代贵族操控政权，毕竟是南朝以来政制的一大

变局，在各方面必然性因素都已具备的情况下，

朝中恩幸寒人和孝武帝都还需要一个合适的  
时机。 

孝武帝即位之初，便任命曾经的府吏戴法

兴、戴明宝、蔡闲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

人，史称“法兴等专管内务，权重当时”[1](2303)。

但考虑到当时颜竣、何偃、刘义恭、刘诞等人均

在朝担任重职，戴法兴等即便“权重当时”，恐

怕也难以达到“掌机要”的程度。事实上，直到

大明二年，这些已进入中央官界的寒人才迎来了

更好的分享权力的机会。 
在即位后的前五年里，以强化皇权为核心，

孝武帝在中央军政制度和地方州镇制度方面，推

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前者如省录尚书

事、改编中央军、裁抑诸王车服制度等，后者如

分割荆扬二州、罢南蛮校尉府、推行雍州土断等。

同时，孝武帝还先后镇压了刘义宣之乱和刘诞之

乱。对外方面，与北魏恢复了通商互市，在改善

关系的同时，又鼓励境内百姓养马，做好积极防

守。通过这些改革，孝武帝基本上完成了稳定元

嘉末年政治乱局的任务，消除了地方州镇上的不

稳定因素，并将朝政大权和军队高度集中在自己

手中。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江夏王刘义恭奏上

《请封禅表》，以祥瑞频现为由请求孝武帝封禅。

义恭向以曲意迎合、善于附会著称 ，此次上表

自当是揣摩孝武帝心思后的举动。这是孝武帝朝

第一次大臣奏请封禅。在时间点的选择上，除了

要有祥瑞出现外，此时政局稳定、皇帝统治地位

稳固才是更重要的。要之，大明二年之时，孝武

帝羽翼已丰，他有足够的底气推行任何一项改革

方案。 
大明二年，孝武帝先是“封法兴吴昌县男，

明宝湘乡县男，闲高昌县男，食邑各三百     
户”[1](2303)，同年，皇太子刘子业始出居东宫。

随后，戴法兴“转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太子

旅贲中郎将”[1](2303)。《宋书·戴法兴传》在戴法

兴转职之后接以寒人参掌政权的记载：“世祖亲

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

法兴颇知古今，素见亲待，虽出侍东宫，而意任

隆密。鲁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兴

王濬读书，亦涉猎文史，为上所知，孝建初，补

东海国侍郎，仍兼中书通事舍人。凡选授迁转诛

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

多委明宝。”[1](2303)《南史》所记同《宋书》。参

照史书前后文，这里所说“虽出侍东宫，而意任

隆密”，即当指戴法兴迁太子旅贲中郎将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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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大明二年”

条，更是在“多委明宝”之后，加上了“三人权

重当   时”[7](4108)六字，是对《宋书》《南史》

中对应的记录做了时间上的调整。古今学者多将

这三则材料看作证明孝武帝朝寒人掌机要的直

接证据，但往往忽视了这一现象出现的时间点。

三部史书均将戴法兴等人受宠掌权放在大明二

年内，特别是《资治通鉴》，通过调整“三人权

重当时”六字的位置，一方面强调了大明二年这

个时间点，另一方面也消除了《宋书》《南史》

在孝武帝刚即位时便记载“法兴等专管内务，权

重当时”而可能引起的误解。这样看来，大明二

年便成了考察寒人掌机要的一个关键。在这一

年，随着刘宏、何偃去世，王僧达被杀，以及此

前以颜竣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多次触犯孝武帝，之

前的中央权力平衡完全瓦解。孝武帝放弃大族、

打压次等士族的举动，给了以戴法兴为代表的寒

人绝佳的获取权力的机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即便在多重因素的促使下，以大明二年为契机，

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现象，也不宜过分夸大寒人

自身的因素。因为他们在中央的政治进身，很大

程度上是得益于上述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大族

和次等士族在原有权力结构刚刚出现动摇的时

候，都未能及时迎合孝武帝以为自己的阶层谋求

更多利益，反而因王僧达和颜竣等人的行为，先

后丧失了继续辅赞朝政的资格，使得第三方的寒

人势力成了实际受  益者 。 
 

四、结论 
 

出现在刘宋孝武帝朝的“寒人掌机要”是南

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它的出现是多重因素

相互叠加的结果，而大明二年则是考察这一现象

的一个关键时间点。 
孝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要延续文帝重用士

族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协调自己的故吏与文帝

旧臣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通过精心的人事选

择，在掌管文官仕进的吏部尚书位置上，安排了

颜竣−谢庄−何偃的组合，在掌管兵权和武官任免

的领军将军及护军将军职位上，安排了柳元景−
王僧达−何尚之的组合。颜、柳二人为刘骏做藩

王时的故吏，又是次等士族，谢庄、王僧达及何

尚之父子为文帝旧臣或旧臣后代，同时又是门阀

大族，再加上江夏王刘义恭和建平王刘宏这样的

皇室代表，于是孝武帝在中央构建了一个包括甲

族、次等士族和皇族在内的相对平衡的权力结

构。大明二年是孝武帝朝的一个转捩点。在这一

年，刘宏、何偃相继去世，特别是何偃的死，对

孝武帝震动很大，以此为契机，孝武帝分吏部尚

书为两人，迈出了打破平衡的第一步。不久王僧

达又因多次表现出强烈的不合作态度而被孝武

帝杀害，这代表着孝武帝在新的权力结构中不再

试图寻找能接替何偃的人选，放弃了门阀大族。

同时，以颜竣、周朗、沈怀文为代表的次等士族

也因为屡次直言进谏，遭到孝武帝打压。在这一

系列事件的相互作用下，地位低下、易于掌控的

寒人反而得到孝武帝的有意扶持，成了实际的利

益获得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戴法兴、

戴明宝、巢尚之三人“权重当时”，即寒人掌机

要的现象。 

 
注释： 
 

①   有关寒人任典签的研究，可参看越智重明：《典签考》，

《东洋史研究》1955(13-6)，第 30-40 页；周兆望：《南

朝典签制度剖析》，《江西大学学报》1987 年第 3 期，

第 31-37 页。另外，田余庆以刘裕、孙恩为例，论述次

等士族掌握兵权；祝总斌指出“南朝领军将军下属有

外监、制局监，掌兵器、兵役，多以寒门充任，一度

得皇帝信任，权力膨胀，‘领军拱手而已’”，亦涉及寒

庶阶层的上升，皆可参看。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78-314 页；祝总斌：

《魏晋南北朝官制述略》，《承德大学》1997 年第 3 期，

第 48 页。 
②   《宋书·王华传》：“及王弘辅政，而弟昙首为太祖所

任，与华相埒，华尝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

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见沈约：《宋书》卷六十

三，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677-1678 页。 
③   日本学者冈崎文夫认为文帝之所以能取得元嘉之治的

成就，正是由于重用世家大族子弟。参看冈崎文夫：

《魏晋南北朝通史》，弘文堂书房 1943 年版，第 251
页。川胜义雄也认为“元嘉年间，是贵族政治得到

后一丝荣耀的时期”。见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

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版，第 237 页。 
④   在讨论即位人选时，《宋书·徐羡之传》记载：“侍中

程道惠劝立第五皇弟义恭，羡之不许。”见沈约：《宋

书》卷四十三，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332 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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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朝廷内部也有过争论。但当时刘义隆 17 岁，已

成人，刘义恭 11 岁，尚年幼，无论是从兄弟排行的顺

次上还是年龄上看，刘义隆都是更合适的人选。且徐

羡之等人执掌朝政，程道惠人微言轻，也难以产生较

大影响。 
⑤   早注意到“代党”的是日本学者安田二郎。他认为

孝武帝政权是由孝武帝在藩时期的旧府僚等人，集中

把持权力中枢的“代党”政权。参看安田二郎：《南朝

貴族制社会の変革と道徳·倫理》，收入《六朝政治史

の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2003 年版，第 605-695
页。 

⑥   《宋书·颜竣传》：“世祖践祚，以为侍中，俄迁左卫

将军，加散骑常侍，辞常侍，见许。……孝建元年，

转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其后谢庄代竣领选。”

见沈约：《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960 页。 
⑦   《宋书·天文四》：“孝建元年十月乙丑，荧惑犯进贤

星。吏部尚书谢庄表解职，不许。”见沈约：《宋书》

卷二十六，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49 页。《宋书·谢

庄传》：“庄素多疾，不愿居选部，与大司马江夏王义

恭笺自陈。……三年，坐辞疾多，免官。”见沈约：《宋

书》卷八十五，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171-2172 页。 
⑧   《宋书·颜竣传》：“复代谢庄为吏部尚书，领太子左

卫率，未拜，丁忧。”见沈约：《宋书》卷七十五，中

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964 页。曹道衡、沈玉成在《中

古文学史料丛考》“颜竣生年、年岁及为丹阳尹”条中，

据颜延之卒于孝建三年八月，推断颜竣于闰七月有吏

尚之命，未拜而丁忧。又在“何偃为吏部尚书”条中

指出“竣既未之任而丁忧，代之者即为何偃，时当在

孝建三年八月或稍后”。见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

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281 页、第 342
页。《宋书·何偃传》记载：“(偃)转吏部尚书。尚之

去选未五载，偃复袭其迹，世以为荣。”见沈约：《宋

书》卷五十九，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608 页。 
⑨   《宋书·颜竣传》：“出为世祖抚军主簿，甚被爱遇，

竣亦尽心补益。”按《宋书·孝武帝纪》：“二十一年，

加督秦州，进号抚军将军。”分别见沈约：《宋书》卷

七十五、卷六，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959 页、第

109 页。 
⑩   据《宋书·文帝纪》《孝武帝纪》，刘骏于元嘉二十五

年四月带安北将军号任徐州刺史，出镇彭城，二十八

年二月降号为北中郎将，三月改任南兖州刺史，六月

带南中郎将号改任江州刺史，颜竣随府迁为南中郎记

室参军。因此若依《颜竣传》的记载，颜竣向亲人转

述僧含的谶语当在二十五年四月至二十八年三月之

间。 
   《高僧传·释僧含传》：“檀越善以缄之。”见释慧皎：

《高僧传》卷七，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76 页。 
   参看《高僧传》卷八《玄畅传》及卷十三《法愿传》。

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中

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314-316 页，第 517-519 页。释

宝唱：《比丘尼传校注》卷四《净贤尼传》，王孺童校

注，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95 页。 
   《宋书·颜竣传》：“(竣)任总外内，并造檄书。世祖发

寻阳，便有疾，……唯竣出入卧内，断决军机。时世

祖屡经危笃，不任咨禀，凡厥众事，竣皆专断施行。”

见沈约：《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960
页。 

   《宋书·谢庄传》：“世祖入讨，密送檄书与庄，令加

改治宣布。庄遣腹心门生具庆奉启事密诣世祖。”见沈

约：《宋书》卷八十五，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168
页。 

   《宋书·何尚之传》：“时三方兴义，将佐家在都邑，

劭悉欲诛之，尚之诱说百端，并得免。”见沈约：《宋

书》卷六十六，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737 页。 
   义宣之乱中，颜竣代替褚湛之为丹阳尹。《颜竣传》：

“南郡王义宣、臧质等反，以竣兼领军。义宣、质诸

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宁县界，世祖大怒，免

丹阳尹褚湛之官，收四县官长，以竣为丹阳尹。”见沈

约：《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960
页。孝建三年颜竣丁父忧，“裁踰月，起为右将军，丹

阳尹如故。竣固辞，表十上不许。遣中书舍人戴明宝

抱竣登车，载之郡舍”。见李延寿：《南史》卷三十四，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884 页。 
   《宋书·王僧达传》：“上即位，以为尚书右仆射，寻

出为使持节、南蛮校尉，加征虏将军。时南郡王义宣

求留江陵，南蛮不解，不成行。仍补护军将军。”见沈

约：《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952
页。 

   《资治通鉴》：“(元嘉三十年四月)癸丑，武陵王军于鹊

头。宣城太守王僧达得武陵王檄，未知所从。客说之

曰：……僧达乃自候道南奔，逢武陵王于鹊头。王即

以为长史。”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

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4065 页。 
   《宋书·孝武帝纪》：“(元嘉三十年闰六月)癸酉，以护

军将军柳元景为领军将军。……甲午……南蛮校尉王

僧达为护军将军。”见沈约：《宋书》卷六，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12 页。 
   刘骏即位之初，原本委任南郡王义宣为丞相、录尚书

六条事、扬州刺史，有心让义宣入朝辅政。但义宣很

快在臧质等人胁迫下发动叛乱，兵败后被排除出局。 
   分别见《宋书·江夏文献王义恭传》《竟陵王诞传》《建

平宣简王宏传》。据周一良考证，南朝史书中屡见的“六

门”一词，是指“宫廷及中央官廨集中所在之台城之

门也。……宋时大臣官位高者，尤其当有战争戒备时，

得率护卫甲仗入六门，是为特殊优遇”。见周一良：《魏

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87 页。 
   《宋书·孝武帝纪》：“三月丁未，中书监、尚书令、

卫将军建平王宏薨。”见沈约：《宋书》卷六，中华书

局 1974 年版，第 121 页。 
   《南北史合注》：“愚按孝武猜薄同气，不啻仇雠，仅

此一札，犹笃友于。”见李清：《南北史合注》第一册，

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1 页。 



历史学研究                  赫兆丰：大明二年的转折——刘宋孝武帝朝初期政治平衡的构建、瓦解与寒人上位 

 

217

 

   《建康实录》：“五月戊申，吏部尚书何偃卒，赠光禄

大夫，谥靖子。”见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三，张忱

石点校，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478 页。 
   《宋书》：“会世祖即位，任遇无改，除大司马长史，

迁侍中，领太子中庶子。”见沈约：《宋书》卷五十九，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608 页。《资治通鉴》：“(元
嘉三十年四月)壬申，……刘延孙、颜竣并为侍中。”

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胡三省音注，

中华书局 2012 年，第 4068 页。 
   《宋书·孝武帝纪》：“六月戊寅，增置吏部尚书一人。”

见沈约：《宋书》卷六，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21
页。 

   孙明君总结谢庄在孝武帝朝奉行的是“顺人而不失己”

的处世态度，既不愿成为皇帝的傀儡，又能时刻注意

不与皇帝发生激烈冲突。参看孙明君：《谢庄〈与江夏

王义恭笺〉释证》，《北京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 期，

第 25—32 页。 
   沈约评论颜竣之死说，“为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

立功而忘其报，虽求颠陷，不可得也”，便强调了颜竣

的私心。见沈约：《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967 页。 

   参看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收入《魏晋南北朝

史论丛(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43-577 页；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

第五章《魏晋及び南朝の寒門·寒人》，日本学術振興

会 1956 年版，第 339-398 页；川胜义雄：《六朝贵族

制社会研究》第三编第三章《货币经济的进展与侯景

之乱》，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版，第 253-289 页。 
   《宋书·刘义恭传》：“卑辞曲意，尽礼祗奉，且便辩

善附会，俯仰承接，皆有容仪。”见沈约：《宋书》卷

六十一，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650 页。 
   唐长孺在《南朝寒人的兴起》中已谈到不能过分夸大

寒人的力量，因为他们还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和

上层统治集团斗争。王铿也从孝武帝大权独揽的角度，

认为以戴法兴、戴明宝为首的寒人权力是不能夸大的。

参看王铿：《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寒人典掌机要”》，《北

京大学学报》1995 年第 1 期，第 100-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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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urning in the 2nd year of Daming: 
Construction and diss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balance as well as  

the chance for the common people to seize the pow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mperor Xiaowu of Liu Song Dynasty 

 
HE Zhaof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seizing the power, Emperor Xiaowu of Liu Song Dynasty continued the 
Emperor Wen’s policy of putting a high value on the aristocrat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had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between his own officials and those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Emperor Wen, 
arranging respectively in two systems of civil officials and military officials Yanjun-Xiezhuang-Heyan 
combination, Liu Yuanjing- Wang Sengda-He Shangzhi combination, and the imperial clan members such as 
King of Jiangxia Liu Yigong and King of Jianping Liu Hong. In this way, Emperor Xiaowu constructed a 
relatively stable central power structure composed of the first-class families, the second-class families and 
the imperial clan members to ob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But in the second year of 
Daming, with the deaths of Liu Hong and He Yan one after another, with Wang Sengda being killed, and 
with the previous inferior aristocrats represented by Yan Jun offending Emperor Wu numerous times, the 
previous national political balance was dissolved. This left the common people, represented by Dai Faxing, a 
perfect chance to seize the power so that there occurred the phenomenon that common people seized key 
positions in the court. 
Key Words: Emperor Xiaowu of Liu Song Dynasty; the framework of the central power; the second year of 
Daming; the common people seizing key positions in th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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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earance" of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the new era and its great value 

 
CHEN Jianbing, GAO Jingya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s a concise expression of the object, strategy, goal, nature and meaning 
of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a certain standpoint. New era "revolution discourse" pointed out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revolution" to the people&apos;s position as a revolutionary stand,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object of revolution, to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history of the great struggle as a revolutionary strateg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reat 
ideal of communism as a revolutionary goal, for the era of "revolution" added rich connotation. "Revolution 
discourse" in the new era of "appearance" is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Marxist revolution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rinciple of regression and stick to, both insist on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Marxist revolution, and leading to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 word 
"revolution" of western ideolog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he new era;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self-revolution; soci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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